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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电力行业排放的CO2、SO2、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作为环境压力指标，在对随电力转移同时转移的环境压力进行责任分摊的前提下，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法测度我国电力行业的生态效率演变过程，并与传统测度结果进行对比，通过GML指数来分解生态效率变化的内在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下我国电力行业的生态效率呈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效率变化逐年不断提升但呈“W”型波动趋势；技术进步是提升电力行业生态效率的关键因素，规模效率会抑制效率的提高，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性比技术进步因素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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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gional Difference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Transfer

Jiang Wenyu, Cao Junwen
（School of Statist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2,SO2, wastewater and solid waste discharged from the power industry are taken as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indexes, on the premise of sh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transferr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power transfer,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its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are measured by using the super efficiency SBM model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nd the GML index method, and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results, furthermo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actor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change are explored by GML index decompos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is decreasing from the southeast to the northwest, and the change of efficiency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in the "W"-type fluctu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key factor to improve ecological efficiency, scale efficiency will inhibit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scale efficiency and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driven by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more obvious tha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actor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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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新发展目标。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核心环节。电力行业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加快电力行业绿色转型是促进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015年电力行业消耗了全国将近50%的煤炭能源，排放了超过全国碳排放量的40%，居所有部门之首[1]。因此，在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电力行业担负着艰巨的重任。为了更好地推动电力行业的绿色发展转型，国内外学者利用生态效率指标科学评价电力行业经济产出的潜力与生态环境效益[2-4]。然而，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电力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和电力供需矛盾的严峻性，区域之间存在大规模电力转移的同时，却把大量与电力转移相关的污染物留在了电力供给地，给这些电力供给地无形中增加了本不该承担的环境压力。如果不考虑环境压力转移的问题，即基于传统测度视角，对转移的隐含污染物排放量不加以实际责任分摊，会造成相关污染物数据与实际意义上并不相匹配的问题，影响测算结果的公平性。因此，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对我国电力行业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研究，能真实反映我国电力行业的相关效率，对缓解紧张的电力生态压力，加快电力行业绿色转型，促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概述
自从Schaltegger等[5]在1990年首次提出生态效率的概念之后，大量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生态效率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总结来看，生态效率概念本质上都被定义为投入与产出的比值，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区域以最少的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实现最大化经济产出的潜力。该指标能兼顾经济意义和生态环境意义于一体，是联系生产活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纽带，是衡量生产活动中生态环境污染状况的重要指标，与其他环境影响评价指标有着显著的不同，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不同的领域或行业，如工业、农业、旅游业和区域城市生态发展等。生态效率常用的测度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DEA方法是不需要事先设定模型的函数形式，而是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依据数据构造出非参数的生产前沿面来计算效率值，因此，该方法被常用于测度和评价效率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生产率和能源技术效率的研究框架中，对电力行业的生态效率展开了研究，例如，Golany等[6]将SO2排放量作为环境制约因素，利用传统DEA模型对以色列电厂的生产率进行了测度；Korhonen等[7]考虑生态环境成本的投入，利用扩展的DEA模型对欧洲国家24个电厂的生态效率进行评价；Sueyoshi等[8]将CO2、SO2和NOX的排放量作为生态环境的非期望产出，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美国火电企业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行测度；Arabi等[9]和Munisamy等[10]运用至前沿最远距离模型（slacks-based Model，SBM模型）测度伊朗电力行业在生态环境约束下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从动态角度分析8年间其效率变化情况；白雪洁等[11]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视角度量了我国火电行业的效率，得出环境规制可以提升火电行业整体的效率水平但并非适用各个地区的结论；曲茜茜等[12]采用传统SBM-DEA模型，以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分析了2005—2009年我国省际火电行业运行效率的差异；范玉仙等[13]研究了1995—2012年我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NSBM模型（网络DEA-SBM模型）测度表明，我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邵留国等[14]进一步将生态约束与经济指标相结合，运用网络DEA模型测度我国火电行业循环经济效率并检验了收敛性，以及研究了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在电力行业的生态效率测度、收敛性和影响因素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均是基于投入和污染物的原始数据下测算的结果，即基于传统测度视角，并未考虑到因跨地区电力转移而会向电力输入地区转移大量环境压力的现实问题，无形中将环境压力留给了电力供给地，无法真实反映和评价各地区电力行业的相关效率表现，因此，存在对于高电力转出地区效率低估和高电力转入地区效率高估的可能；同时，上述研究采用DEA模型及其扩展模型不能解决有效前沿上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完全排序问题，导致大量效率值为1的DMU不能进行充分排序，进而难以准确评价和分析DMU的差异特征。基于此，本文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改进：第一，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即根据我国各省（区、市）发用电量的实际情况，具体核算出实际转移的电力污染物排放责任分摊值，进而真实地测度各省（区、市）的电力行业生态效率，并与基于传统测度视角下的测度结果对比分析；第二，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至前沿最远距离模型（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odel, 超效率SBM模型），对处在有效前沿面上的DMU进一步区分其效率高低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排序。
2  我国跨区域电力转移的统计分析
本文将2006—2015年我国各省（区、市）年均发电量与年均用电量进行比较，根据跨区域电力是否转移及转移程度进行划分，结合国家电网公司及南方电网公司的区域分布[footnoteRef:2]），具体划分标准和结果如表1所示。在整个样本时期，各省（区、市）跨区电力转移差异显著，电力呈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空间分布特征：高电力转出省份共有8个，全部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电力转入省份共有10个，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华北地区的山西、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的宁夏是 “西电东送”工程北线的主要电力输出省份，主要将电力送往高电力转入的省份，如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华中地区的湖北和四川是 “西电东送”工程中线的主要电力输出省份，主要输入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华南地区的贵州和云南是 “西电东送”工程南线的主要电力输出省份，主要转入至广东。特别是，安徽的电力输出量近年来随着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电力需求量不断增大而增大，成为高电力转出省份。 [2: 
] 

表1  我国按跨地区电量转移程度划分的区域分类
	区域
	高电力转出地区 (发电量-用电量>100亿万kW·h)
	低电力转出地区
(0<发电量-用电量<100亿万kW·h)
	高电力转入地区
(用电量-发电量>100亿万kW·h)
	低电力转入地区
(0<用电量-发电量<100亿万kW·h)

	华北区域
	山西、内蒙古
	—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

	东北区域
	—
	吉林、黑龙江
	辽宁
	—

	华东区域
	安徽
	福建
	上海、江苏、浙江
	—

	华中区域
	湖北、四川
	—
	重庆
	江西、河南、湖南

	华南区域
	贵州、云南
	广西
	广东
	海南

	西北地区
	宁夏
	陕西、甘肃、新疆
	
	青海



3   研究方法与模型
3.1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基于传统SBM-DEA模型无法对有效DMU进行排序和无法解决径向模型对无效率测量不能包含松弛变量的不足，Tone[15]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指标体系中，提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本文采用该模型对我国电力行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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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表示决策单元（DMU）个数；；表示期望产出的种类数量；表示非期望产出的种类数量；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向量；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是一个常数向量。目标函数的效率值越大，表示DMU效率值越高。当效率值大于1代表此DMU处在效率前沿面上，继续增加投入可以提高生态效率；不足1代表投入不足或冗余，说明投入产出有改进的空间。
3.2  全局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GML指数法）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电力生态效率的动态演变，本文构建全局全要素生产率指数（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并据GML指数的分解式进一步对电力行业生态效率增长的内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GML指数可以反映DMU从第t期到第t+1期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变化，并将TFP 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TC）、纯技术效率变化（PEC）和规模效率变化（SEC），即进一步分析效率变化的内在影响机制。其计算是在DEA方法计算出效率值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本文在超效率SBM模型的基础上，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RS）的假设构建GML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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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式（2）中，表示在规模报酬不变（CRS）的假设下，当期生产可能性集合下的超效率SBM函数。
GML指数的优点是具有传递性，即，以所有各期的总和作为总参考集能有效规避规模效益无可行解的问题。在CRS的情况下，GML可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C）的乘积。放宽CRS的假设，分析规模报酬可变（VRS）假设下TFP的变动情况，可进一步将EC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具体算式如下：
 (
（
3
）
)


GML指数大于1，表示从t到t+1时期地区电力行业生态效率增长，反之则下降；PEC衡量地区电力行业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大于（小于）1表示治理水平提升（下降）；SEC衡量地区规模经济效率水平，大于（小于）1表示水平上升（下降），更接近（远离）最优规模；TC衡量地区电力行业技术进步水平，大于（小于）1表示技术进步（退步）。
4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4.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选取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决策单元来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07—2016年《中国电力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在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本文选取3项投入指标：电力行业的劳动力、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作为投入变量；两项产出指标：代表地区电力行业产出的发电量作为期望产出，电力行业排放的CO2、SO2、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责任分摊值采用熵值法综合成一个环境压力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16]。其中，由于难以直接获得各省（区、市）电力行业的就业人数，本文利用与电力行业高度相关的热电生产与供应业的就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采用电力行业的资本存量表示，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17]；能源投入用发电标准煤耗来表示。区域电力行业CO2排放量计算主要按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推荐的碳排放计算方法估算。假设生产水电、核电及风电不产生碳排放，电力行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火力生产中燃烧一次能源。火力发电投入的一次能源品类较多，本文选取原煤、精洗煤、其他洗煤、型煤、煤矸石、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其他煤气、其他焦化产品、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石脑油、润滑油、石蜡、溶剂油、石油沥青、石油焦、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这27种能源作为发电消耗的能源种类。电力行业SO2采用火电行业SO2排放量表示。电力行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由于难以直接获取，故沿袭范玉仙等[18]所采取的方法，从各省份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中分解出来。
4.2  数据处理：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下变量责任分摊
由于一个地区的发电量与用电量不完全相等，且在输配环节中存在线损率，因此，根据该地区发电量和用电量求得非期望产出变量的责任分摊值。具体如下：
 (
（
4
）
)          
式（4）中：表示各地区；为非期望产出变量的责任分摊值；为地区用电量；为地区发电量；为个地区总发电量；为非期望产出变量；为个区域总非期望产出排放量；为年平均线损率。
5   实证分析
5.1  电力行业生态静态效率评价
运用式（1），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下核算的非期望产出变量责任分摊数据，对我国电力行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与基于传统测度视角下的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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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种视角对比下2006—2015年我国电力行业生态效率测度结果及差异

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2006—2015年样本地区电力行业生态效率的年均值为0.57，并未实现相对完全高效状态，说明从具体各电网区域来看，六大电网区域的效率空间差异幅度较大，且各具特点。其中，华东和华北区域的效率显著高于样本地区总体平均水平，年均值分别为0.93和0.67；西北区域的效率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水平，仅为0.21；剩下的4个区域年均值都在样本地区总体平均水平附近，但各有不同，华中区域的年均值略高于总体平均水平，为0.59；东北和华南区域的年均值较为接近，且低于样本地区总体平均水平，分别为0.45和0.49。从各省（区、市）来看，年均效率值呈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来看，处于效率前沿的省市为北京、广东、江苏和上海，对其他地区电力行业生态环保工作的推进和执行具有模范作用；福建、山东和天津的效率相对较高，年均值超过0.9，说明这些地区向效率前沿类别发展的潜力巨大；甘肃、贵州、宁夏、青海和新疆的年均值低于0.3，表明其电力行业生态环保效果不尽人意，需要重点关注。
同时，将两种视角下的测度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主要高电力转出省（区、市）的效率值会大幅度高于传统测度视角，主要高电力转入省（区、市）的测度结果则会大幅度低于传统视角，与实际意义相符。其中，最大幅度高于传统视角（高于80%）的地区为山西、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和宁夏等中西部地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都是我国“西电东送”工程主要的电源供给地，历年发电量远远大于其自身用电量，在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下，考虑因电力转移而同时转移的污染物排放，将环境压力转移至电源使用地，而非留在电源供给地，则使这些地区的生态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提升。其中，内蒙古、山西等由于煤炭资源丰富，每年要为京津冀地区输送大量火电而燃烧大量煤炭，如果将为二次能源生产而排放的污染物转移出这些省份，则这些火力电源地的生态效率在很大程度被提高。作为“西电东送”中线和南线的主要电源地，贵州、四川、云南、湖北等省份的水资源丰富，历年来为华东地区的江浙和南方地区的珠江三角洲输送了大量的水电，同时也转移了大量的环境压力，如果不考虑电力转移的隐含环境压力，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其生态效率被低估。同时，在传统测度视角下，效率值会被大幅度降低（降低超过10%）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和广东，原因在于这些省市为“西电东送”主要的电力输入地，电力资源禀赋不足，需要靠大规模的电力调配才能缓解地区用电紧张问题，因此，如果考虑因电力输入而被实际转入的隐含污染物排放量，将环境压力转入这些地区，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些地区的生态效率值。
5.2  电力行业生态动态效率评价
虽然电力行业生态效率能度量各地区与效率前沿面之间的相对关系，但具有静态性；GML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是在测度生态效率的基础上度量效率的相对变化情况，具有动态性。因此，本文采用GML指数模型，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下的非期望产出变量数据，得到我国电力行业分年份、分区域和分省（区、市）的GML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指数，以分析效率动态变化及其增长的内在驱动因素，具体如表2和表3所示。
由表2可知，总体来看，基于传统测度视角，2006—2015年间我国电力行业生态效率的增长速度为8.2%，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速为8.3%，纯技术效率接近1，而规模效率出现负增长（-0.2%）；基于跨区域电力转移视角，效率的年均增速下降为6%，技术进步指数仍大于1，但下降为1.073，纯技术效率仍然接近1，而规模效率同样出现负增长（-1.5%），可见技术进步对电力行业生态效率的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规模效率会抑制其增长。从逐年来看，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我国电力行业生态效率整体呈现“降-升-降-升”的“W”型波动趋势，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一五”时期，效率整体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在2007—2008年和2008—2009年，效率增速呈负增长，这可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电力资源配置难以优化，使这两年间我国电力行业的环境治理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都有所下降，相应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同时出现负增长，GML指数也出现负增长。第二阶段，在“十二五”期间，效率增速从2011年开始出现回升趋势，且增速明显高于“十一五”期间，说明此阶段电力行业的生态环保工作效果显著，主要得益于国家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关于电力行业相关节能和减排的目标和行动方向，使生态环保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
表2  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年度
	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
	基于传统测度视角

	
	PEC
	SEC
	TC
	GML
	PEC
	SEC
	TC
	GML

	2006—2007
	1.000
	0.961
	1.113
	1.069
	1.041
	0.961
	1.157
	1.113

	2007—2008
	0.979
	0.967
	1.020
	0.966
	0.983
	0.968
	1.087
	1.091

	2008—2009
	0.967
	0.978
	1.053
	0.996
	0.992
	0.996
	1.087
	1.073

	2009—2010
	1.027
	1.000
	1.066
	1.094
	1.020
	1.014
	1.096
	1.112

	2010—2011
	0.972
	0.949
	1.129
	1.041
	1.035
	0.980
	1.051
	1.066

	2011—2012
	1.055
	0.985
	1.044
	1.085
	0.993
	0.977
	1.087
	1.077

	2012—2013
	1.034
	1.000
	1.060
	1.096
	0.994
	1.103
	0.998
	1.050

	2013—2014
	0.975
	1.036
	1.079
	1.090
	1.026
	0.966
	1.099
	1.068

	2014—2015
	1.020
	0.988
	1.090
	1.099
	0.985
	1.012
	1.086
	1.084

	均值
	1.003
	0.985
	1.073
	1.060
	1.008
	0.998
	1.083
	1.082



如表3所示，虽然所有样本的GML指数均大于1，但其内在驱动因素却不相同，且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驱动作用的区域差异性强于技术进步。所有样本地区和省（区、市）技术进步的增速始终大于1，区域差异性较小，但华东区域的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其他区域，说明技术进步对华东区域效率提升作用更大；东北和西北区域的技术进步速度略低于其他区域，说明需要重点提升这两个区域的电力技术水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作用的区域差异性较大，其中，东北和华北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均低于1，而其他地区的纯技术效率等于或略高于1，说明东北和华北区域的电力环境治理水平提升速度相比于其他区域较慢，这可能是由于东北区域正在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困难和挑战不断，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电力资本、能源等投入要素配置不合理，使其电力行业的环境治理水平提升速度较慢；而华北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粗放型为主，难以优化相应的电力资源配置，环境治理水平提升速度慢，电力生态环境表现脆弱；西北区域的规模效率指数远低于其他地区，负增长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而言相对落后，电力行业的人力、资本要素（例如高级科研人才与院校、电力研发资金投入等）聚集不足，难以提升规模效率。
表3  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年均GML指数及其分解
	地区
	纯技术效率PEC
	规模效率SEC
	技术进步TC
	GML指数

	北京
	0.999
	0.999
	1.117
	1.115

	天津
	1.009
	1.000
	1.112
	1.122

	河北
	0.988
	1.004
	1.050
	1.041

	山东
	0.998
	1.000
	1.098
	1.096

	山西
	1.000
	0.999
	1.051
	1.050

	内蒙古
	0.948
	1.055
	1.056
	1.055

	华北区域
	0.990
	1.010
	1.080
	1.080

	黑龙江
	0.945
	1.051
	1.068
	1.061

	吉林
	1.007
	1.004
	1.058
	1.069

	辽宁
	1.004
	1.005
	1.044
	1.053

	东北区域
	0.985
	1.020
	1.057
	1.061

	上海
	1.003
	1.003
	1.082
	1.088

	江苏
	0.994
	1.000
	1.084
	1.078

	安徽
	1.020
	0.993
	1.062
	1.075

	浙江
	1.021
	1.009
	1.076
	1.109

	福建
	0.995
	1.003
	1.118
	1.115

	华东区域
	1.007
	1.002
	1.084
	1.093

	湖北
	0.994
	1.048
	1.069
	1.114

	四川
	1.046
	1.031
	1.058
	1.141

	重庆
	1.031
	1.019
	1.062
	1.116

	江西
	0.980
	1.006
	1.072
	1.056

	河南
	0.995
	1.011
	1.057
	1.063

	湖南
	1.009
	1.023
	1.063
	1.098

	华中区域
	0.995
	1.026
	1.053
	1.075

	贵州
	0.996
	1.016
	1.052
	1.064

	云南
	1.085
	0.996
	1.053
	1.137

	海南
	1.016
	0.943
	1.082
	1.037

	广东
	1.000
	0.974
	1.096
	1.068

	广西
	0.993
	1.013
	1.058
	1.064

	华南区域
	1.014
	0.995
	1.066
	1.074

	宁夏
	1.133
	0.885
	1.054
	1.057

	青海
	0.995
	0.961
	1.064
	1.018

	陕西
	0.999
	1.012
	1.054
	1.065

	新疆
	0.981
	0.954
	1.060
	0.992

	甘肃
	1.001
	0.973
	1.053
	1.025

	西北区域
	1.022
	0.957
	1.057
	1.031


同时，将两种视角下各省份的年均GML值进行比较，分别得出高估与低估地区GML值的幅度差异，并根据各省（区、市）跨地区电力转移程度的区域分类进行划分，具体如图2所示。可知在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下，逐年效率增速被大幅度提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电力转出省（区、市），且最显著被提高的省（区、市）为四川、云南、宁夏、山西和内蒙古；被大幅度降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电力转入省（区、市），青海、江苏、上海、辽宁为显著被降低地区。所得结论与前文静态评价的结论基本一致。

图 2  两种视角对比下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电力行业生态效率GML指数值的差异幅度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考虑到我国电力行业存在大规模跨地区电力转移的同时也转移了大量隐含污染物等环境压力的现实情况，避免基于传统测度视角下变量数据及相应测算结果存在失真的可能性，本文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首先在对由电力转移而转移相关的非期望产出变量进行责任分摊的基础上，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法重新从静态和动态层面测度了2006—2015年我国电力行业的生态效率，并将两种视角下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同时，根据GML指数的分解式进一步分析效率增长的内在驱动因素。主要结论为：
（1）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我国电力行业年均效率空间分布呈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特征差异更加显著，效率变化呈不断增长趋势但略有波动，呈“降-升-降-升”的“W”型趋势。
（2）从GML指数的分解结果可知，技术进步对我国电力行业生态效率的提升有着关键作用，规模效率会抑制效率的增长，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驱动作用的区域差异性强于技术进步因素。
（3）基于环境压力转移视角，我国电力行业生态效率的测度结果与传统测度视角下的结果差异明显，主要差异在于与传统测度视角下的结果相比，环境压力转移视角下的测度结果会被大幅度提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电量转出省份，而大幅度降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电量转入省份，与实际意义相符。
上述结论蕴含丰富的政策含义：
（1）两种视角下测算结果的显著差异性表明，不能忽略跨区域电力转移而伴随的大量隐含污染物排放转移的实际情况，应基于不同地区电力的资源禀赋和供求情况，合理调配区域电力，适当采用一定的经济手段统筹区域协调发展，高效推进各地区电力行业的低碳生态发展之路，例如提高用电终端地区的电力转移交易费用、收取区域电力转移所产生的隐含碳排放费用等，使高电力转出地区的经济效益有所提升；同时，增加高电力转入地区的用电成本，促使其用电经济转化效率提高等。
（2）充分考虑地区电力行业生态效率及其内在驱动因素的区域差异特征，因地制宜实施电力环保措施。实证表明，技术进步对所有区域和省（区、市）生态效率增长的提升有着关键作用，尤其对华东区域的提升作用更大，但东北和西北区域的技术进步速度略低于其他地区，因此，要加强华东区域电力研发中心和大学等技术研发机构与东北和西北区域的合作，促进区域间电力技术和人才的交流，加大东北和西北区域电力行业技术研发投入水平；同时，规模效率会抑制效率增长，尤其对西北和华南区域来说，抑制效果最明显，因此，要积极转变西北和华南区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结合地区自然资源优势，适当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和加大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的电源比例，提高经济规模效率，坚持走绿色电力发展道路。
（3）应积极建立长期电力环境规制措施，鼓励和引导政府与有能力的企业加大对电力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强度，提升纯技术效率水平，特别是对华北和东北等纯技术效率增速较低的区域，更应该引进先进的电力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区域电力生态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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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幅度/%	山西	内蒙古	安徽	湖北	四川	贵州	云南	宁夏	吉林	黑龙江	福建	广西	陕西	甘肃	新疆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重庆	广东	江西	河南	湖南	海南	青海	1.1900000000000004	1.54	0.87000000000000022	1.1299999999999994	6.03	2.58	6.1099999999999985	3.23	0.41000000000000009	1.3	0.22	0	0.8500000000000002	0.45	2.1800000000000002	-2.8	-1.84	-3.54	-0.66000000000000025	-3.4099999999999997	-2.48	-3.9499999999999997	-2.3899999999999997	0.63000000000000023	-1.35	-2.8099999999999992	2.3944809138461789	1.8840497236660205	1.1276023110309699	3.941877384052189	地区
GML指数值/%

环境压力转移视角	山西	内蒙古	安徽	湖北	四川	贵州	云南	宁夏	黑龙江	吉林	福建	广西	陕西	甘肃	新疆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重庆	广东	江西	河南	湖南	海南	青海	0.31355090000000013	0.40498070000000014	0.61496609999999996	0.86834689999999992	0.70277389999999995	0.2421355	0.38457120000000011	9.54734E-2	0.50618150000000006	0.46038590000000013	0.95934869999999994	0.43492400000000014	0.42660740000000008	0.17694410000000008	0.24170990000000009	1.0019598999999997	0.96761249999999988	0.35288360000000013	0.95486730000000031	0.38699420000000012	1.0936329	1.1410699	0.82040100000000005	0.47639180000000014	1.0062018999999998	0.46601430000000016	0.52096299999999951	0.53153479999999975	0.36765890000000012	0.11421690000000002	传统测度视角	山西	内蒙古	安徽	湖北	四川	贵州	云南	宁夏	黑龙江	吉林	福建	广西	陕西	甘肃	新疆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重庆	广东	江西	河南	湖南	海南	青海	0.18219090000000004	0.19350470000000003	0.33785020000000027	0.33285140000000013	0.35641390000000012	0.11346130000000001	0.18863060000000001	5.5513300000000015E-2	0.32003500000000001	0.29025200000000001	0.48286830000000025	0.29512970000000016	0.28869490000000009	0.12563449999999998	0.16719060000000002	1.3467645999999998	0.61957540000000022	0.39289160000000012	0.67688560000000031	0.42997940000000012	1.2333958999999997	1.0822905999999999	0.71990040000000022	0.39830800000000022	1.1536040999999997	0.32783950000000012	0.42738370000000026	0.42531910000000012	0.22309869999999998	7.7977100000000008E-2	差异幅度/%	山西	内蒙古	安徽	湖北	四川	贵州	云南	宁夏	黑龙江	吉林	福建	广西	陕西	甘肃	新疆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重庆	广东	江西	河南	湖南	海南	青海	72.100198198702515	109.28726795783253	82.023305003223285	160.88125211430685	97.179150420339951	113.40800784055878	103.87529912962157	71.982930216722778	58.164419516615375	58.615926849771967	98.677092697946762	47.367072849665732	47.771020547990325	40.840374260254897	44.571465142179065	-25.602447524979492	56.173485906638604	-10.182961407166758	41.067752069182788	-9.9970370673571693	-11.331560288144312	5.4310090099646189	13.960347848119003	19.603874388664064	-12.777537805214147	42.14708721798317	21.89585143279913	24.973178961396268	64.796522794619634	46.474926613069705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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